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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

秦和平

    提 要:清代四川天主教因其活动历史长、范围广、教徒多、影响深等特点在全国天主

教会中占重要的地位。然而，无论在天主教会的东传文献中，还是教外人士的研究中，清
代四川天主教会的突出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钩陈索隐，清理耙梳，在概述四

川天主教会的发展基础土，借助教外人士撰写的资料，从其视角出发，认识清乾嘉道年问

天主教会的教理宣传.分析川省部分官绅士民对天主教会的看法，解释天主教会在四川得

以持续和发展的部分原因。

    秦和平，男，1952年生.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词: 清代 四川 天主教

    在清代天主教传教活动中，四川天主教因活动历史长、教徒多、范围广、影响深，在全
国天主教有着突出的地位，颇有研究之价值。

    检之史籍，天主教在川活动由来已久，唐、元时期便有所活动。明祟祯年间，意大利传

教士利类思(Ludavicus Buglio),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awlhaens)先后来到四川，
从事传教活动，直至清代初年。

    康熙末年，“礼仪之争”后，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从事活动，并采取严历的措施予以

打击。可是 传教士及部分教徒前赴后继，积极活动，或顶风传教，暗中发展;或表面悔改，

革面不革心，一侯风向变化，重操信仰，教会活动因之经久不衰。嘉道年间，四川天主教活

动达到高潮，信徒及国籍神职人员的数量分别占全国同类数的26%和34%,居各省第一

位;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川，影响深远。众所周知，嘉道年间是清政府实施禁教最严厉的

时期，夭主教会能够在四川长盛不衰，固然与传教士、教徒的积极努力密切相关，但不能否

认当地官绅士民对其持宽容态度。随后，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崇实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以四川而论，传教者来此已数十年，人教者已数千户，何以相安无事。彼时教人皆敛fft韬
晦，与齐民为伍，故渐习而相忘。”①这番言语概括了当年四川官绅民对天主教徒的宽容态
度，以及后者与四川社会、民众的融洽状况。

    过去，陈垣曾撰文《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⑧，以此剖析教外人士对夭主教
会的认识，从一个方面反映天主教在华的活动情况，藉此钩画中国夭主教活动史的全貌。

陈先生是从全国范围出发、站在宏观角度上论述的，基本上没有触及四川社会的实际，诚

为遗憾。本文拟通过四川夭主教会的发展概况，反映当年部分官绅士民对其的认知，希冀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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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清代中国天主教的认识和研究。

    明崇祯十四年(1641),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相继来到四川。据

说有权臣刘宇亮特别关照等因素，利类思、安文思在川活动颇为顺利，教务发展迅速，“弃
邪归正者甚多，领圣洗者亦复不少’，③。正当发展前景看好之时，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进人

四川⋯⋯天主教活动受到严重的摧毁，势力锐减，残存的教徒被迫躲藏川西邓峡山、龙门

山区等偏僻地点，苟延残喘。

    顺治末年，许绩曾出任川东道，其母许徐氏(甘第大)也随同前来。因道途梗阻，他们
改由汝宁、两河，经渔关、汉中进人四川。途经汉中时，许徐氏邀请传教士穆格我(clauaus

motel)人川复振天主教④。
    由于有许绩曾的支持，穆格我先后在重庆、间中、成都等地建立教堂，蝎力发展教务.

一年内就付洗60〕余人，影响甚远⋯⋯据统计，康熙十一年(1672)，全川天主教教徒数量
已逾9000人。随后，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洪流中，广东、江西等地的部分天主教徒也迁徙
四川，生息繁衍;若干外籍传教士也来到这里，建立教堂，积极传教，四川天主教再次恢复，

并得到发展。

    康熙末年，在“礼仪之争”问题上，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发生尖锐的对立。随后，清政府

正式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雍乾年间，禁教话动达到高潮。尽管清政府实施禁教，但四川

夭主教活动尚无顾忌。如，乾隆初年，传教士谷若翰在江津等地建立教堂，积极传教。“附

近各州县教友皆到此处领各秘迹，聚在经堂。高声唱经，声彻云汉，远近皆闻。在各大赡礼

庆期，集教友众多.有由重庆往者，有由永川去者，有由铜梁至者 亦有由合川、涪州而来

者，济济一堂，盛不可言。一次，聚有教友四百余人，庆贺瞻礼一连数天热闹，并用笙、箫乐

器彰扬圣教。’，⑤由于神职人员及教徒讲求排场，过度宜扬，引起清统治者的警觉与不安口
乾隆十一年(1746),清政府采取严历的携施，将禁教要求落到实处，教会蒙受沉重打击，教
徒数量锐减。乾隆二十一年(1756),教徒约剩300(】人。随后，在国籍传教士李安德等人

主持下，教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由公开变隐蔽，从城镇转移乡才f ;发展教理学校，注重对

教理传授;建立和健全教会的基层组织⋯⋯教会因之再次发展。乾隆三十年(1765),教徒
增至600(〕余人;;4年后，上升至1.2万人。其时，教会在宜宾落壤沟等地建立修道院，培养
国籍神父和教理讲授者，增强基层社会的传教力量，传教速度大大加快。仅乾隆五十四年

到五十七年(1789-1792)间，就受洗教徒6000余人，平均每年发展1500余人。乾隆末年，
四川教徒总数超过25万人。

    依据这些坚实基础，四川天主教在嘉庆年间继续发展。嘉庆四年(1799)，全川教徒总
数达到3.7万人;嘉庆十四年(1809)，教徒总数增至5.6万余人，约占同期全国教徒总数

的26.12%，居各行省第一位。嘉庆十五年(1810)，常明担任四川总督，加强禁教力度，采
取严厉措施压迫教徒放弃信仰，四川天主教会进人最困难的时期。在常明的重压下，各地
曾有3姗 余户教徒公开地“宣布”放弃信仰⑥，以五口之家计算，“背教”者约1.5万余人。
表面观之，经过这次打击，天主教会受到沉重的损失。不过，一些背教者革面不革心，埃风
头一过，他们将再操信仰，辗转传授，影响周围;至于那些残存的传教士、教徒则以十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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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百倍的热情，积极发展，四川天主教会呈现“反弹”之趋势。道光十年(1830)，四川天
主教徒有5.23万人。虽然，在道光年十六年(1836)降至4.99万人，但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教徒人数超5.4万人，占全国同类的21.3%a，仍居各行省第一位。另外，道光二十
年(1840)，四川教区分出4001〕余名教徒组成云南教区，如果加上他们，川省教徒总数是

5.8万余人，超过常明禁教时期的统计数。其时，荷尔(Hue)在秘密游历中国后说:“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中，川省教务较任何省份为兴盛，且能在较为优裕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信

任。”⑦这结果既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亦显示四川天主教活动的坚忍和能量的剧大。分
析四川天主教会的发展缘由，大致有以下之因素:

    首先，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籍传教士积极努力。道咸以前，清政府厉行禁教，外籍传教

士不敢公开行动;加上肤色的差别、语言的隔阂，也不便于外籍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的

保存及发展主耍依靠中国传教士的积极努力，由他们主动出击，打开局面，建立秘密的基

层组织后，再由外籍传教士从宏观上加以指导和管理。中国神父了解和熟悉国情，他们开

展传教活动不仅在肤色、服装、语言和习俗等方面与民众保持一致，产生认同感;而且能在
教理的宣传等方面与民众的要求相适应，缩短心理上的距离，降低反对的力度，促使教会

的延伸，加快其发展。‘圣教窘难之际，西士无多，所赖以施行圣事，坚固教友信德者，中士

之力居多”⑧。
    其次，通过教徒与非教徒的婚姻缔结，结成网络，世代相传。如，江津圣家坪胳氏，经

过数代的经营，“富有资财，威震一方。于是，外姓之家皆乐与之结秦晋之好，或因姻亲之
故而奉圣教者颇不乏人”⑧，遂使教会在当地得以迅速发展，并影响周边地区。
    再者，通过教理的宜传，改变他人信仰而加人教会。尽管清政府厉行禁教，但禁者自

禁，信者自信，天主教会在民间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不少传教士、教徒深人底层，积极活

动，传播教理，发展信徒。如，乾隆年间，渠县董朝贵到重庆经商，偶遇杂货商人李义顺。

交往之间，李义顺便向董氏传播教理。“朝贵闻之，倾心悦服，遂信奉圣教。回家后即将木

偶邪神及五字牌毅然投之于火，虔诵圣教经文。亲朋闻之大奇，以为朝贵疯癫矣，随往视

之，并询毁灭香火之理由。朝贵当众说明奉教之益，说明天主一个，是造化天地人物之大

主宰，人人俱当敬之各理由。亲朋等闻此真实大道，多信奉圣教”。接着，毗邻的刘、陈、

王、杨诸姓亦受其影响，先后信教。于是，渠县成为四川天主教的重要堂口之一。。

    又如，嘉庆年间安岳县王坤玉到合川贩卖线毡，受一教徒的宣传而加人教会。返乡
后，他将教理传授堂弟王坤榜，王坤榜又传冷开达、刘正福、曾守福等人，冷、刘、等人再传

其族人，形成连锁的传递关系。随后，曾守福还亲自到成都，拜见四川主教，请求派一神父

来安岳建立堂口，进一步发展教务。。

    当然，个别地方存在以物质为手段利诱他人人教的现象。(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天
主教往日在山中(注:大巴山区)设有经堂，虽无大害，惑众特甚。而西洋人人内地传教者

有神甫、西满、月望等名色。人其教者，无论男女必要领洗，如僧家受戒。领洗之后，奉本

师之诫至死不变。男女婚嫁皆彼教中人。其教奉十字架，悔教必令将十字架踏过。老教

虽加以流放，不肯踏架。闻往时西洋人对习教之户，每岁给长历一纸，银钱数圆，故附和者
从。近日稽查严密，西洋人不许蹦人内地，山内并不使用银钱，此风渐息。’，。另外，一些教

徒的供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种现象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四川天主教徒的质量。当年，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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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教徒安分守己，信仰纯正。“坚信习教可以获福，不愿改悔，，、“憨不畏法”、“抗不悔教”

等等字句在乾嘉官方禁教文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教外人士的评语中，以重庆镇总兵罗

思举的言语最具代表性。一次，当道光皇帝问及禁教(含邪教)情况时，罗氏回答:“地方但

有习邪教的，随时访拿查办，教匪随时清查。惟习天主教者甚多，重庆一案，李义顺奉旨将
他枷号示众，雇一奶婆人他家打听，还在习教。拿获四五十人，连家都抄了，仍是不改
悔!’，。这些出自统治者口中的言语道出四川天主教徒信仰的坚贞。同时，这样的教徒也

赢得教外官绅士民的宽忍和敬重。“‘南打金’多天主教，任人调笑不交神;能生两大夸真

宰，一语可传修自身。”。这是嘉庆年间杨燮观看成都天主教徒在南打金街教堂弥撒时吟
诵的诗句，刊载书籍，广为流传。诗句既道出天主教的教理及信仰意图，以及其活动的公

开化;更反映禁教时期民众对其的容忍态度。再如，嘉庆年间徐德新(Ih近ease, Gabriel-
Taurin)曾在四川部分地方购买一些田地产，其中，华阳县教会有田地40余亩。尽管此时
厉行禁教，但是若干地方官吏并不涉及这些教产，容忍其存在。直到嘉庆二十二年

(1817)，华阳的教产“因事涉讼，知县董淳用公款收回改建”，否则不会被没收的。。夭主
教会之所以能得到生存及发展，不能不说当年存在容忍其活动的宽松环境。当然，统治者

的宽容并非出于仁慈，，这之中，对教理的认知有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对教理的理解影

响其行动。因此，分析四川天主教的活动，还须探究清统治者对天主教教理的认知。

    乾嘉年间，四川部分统治在阅读墩获的教理宣传品后.承认“尚无违悖不法字句’，。，
其活动“虽无大害，惑众特甚”0 因之，他们在执行禁教措施及打击力度等方面都程度不
同地打了一些折扣。“尚无违悖不法字句”的评价是大吏们从总体上说的，然而，基层的官

吏们又是如何具体认识的呢?纪大奎，是嘉庆中叶四川查禁天主教的干吏，曾抓获袁在

德、童鳌等人，处理渠县等地的禁教事务，是对天主教活动既熟悉又痛恨的官员之一。嘉

庆中叶，纪氏出任什郁知事，鉴于天主教在民间广泛流行，禁教之令难以有效施行。为启

发民众的“觉悟”，抵制教会的传播，他广泛收集教理宣传品，撰写反教文章(天主教诱民各

术条谕册)广为散发，并刊载志书，长期流传。这篇说教不可多得，成为认识乾嘉时期四川
天主教理的重要借鉴，具有极高的价值。在(天主教诱民各术条谕册)中，纪氏不得不承认
天主教会活动的巨大能量，在这严禁时期，仍有人顶风作案，积极地传播天主教。究其缘

由是多方面的，但症结在于天主教会的说教具有吸引力，影响不少民众，口碑相传，流行底
层社会。为此，纪大奎认真研究教理，将其要旨归纳为“妄谩无据之术”'"Pi窃依附之术”

和“摄伏诱骗之术”三项，一一加以剖析。
    首先，纪氏名之“妄漫无据之术”实际是教会的创世说。按照教理的宜传，上帝是万物

的主宰，创造天和地。“天地不能自生，必有一造天地之主，在天外造成此二物，如工匠造

.器皿”;上帝运用神力天旋地转，“天地不能自运，有天主命天神有力者在天外旋转此物，如
人运转器物气形成运动。在此基础上，上帝再创造万物、创造人类，于是乎，地球萌发生

命，生生不息，延续发展。“天地不能生人生物，有天主先造草木鸟兽各物后造人，’;“天地
间日月水火及衣食日用之物皆天主所造”。天地万物、日月星辰、宇宙人类、无穷无尽.因

之“天地极大，人不可能识，只可谓之非，不可谓之是。非天非地、非人非物、非神非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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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非理，非性非气”。然而，造世主— 上帝的形象如何?人类能否与之亲近呢?‘’天主极

大，人外目不可见，惟内目可见”，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的。外目不可见，指信徒不能面见

上帝;内目可见，指信徒虔诚信仰，借助宗教活动等，能在心灵上与上帝交通。撇开宗教的

宜传内容不谈，推究天地日月星辰的产生，以及人类及万事万物的由来，在19世纪初，中
国教会的确是拿不出什么有力证据加以证明。他们将这一切简单地推给上辛一采用肯定

与否定并存的说教，试图解决现实与信仰间的矛盾。当然，这样的解释方式对于教外之人
没有多少说服力，““以上种种妄谩，其术在于无据，使愚人无从议其有无”，故纪氏将其名

之“妄谩无据之术。言辞虽然不当，但多少反映某些实情。同样，纪氏也不可能有科学的

论据淦释天地万物的由来、生命运动的产生，不得不抬出(周易》中太极、阴阳五行说法等

加以论证，“不知天地之所以生、所以运、所以生人生物、生日月、生水火.其理至大至显，精

于(易》者自知之。彼土既无《易》，又不识太极、阴阳、五行之理，故无能知者，徒为此妄言，
设哄愚人，以阴售其报恩之说而已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其反驳是苍白的、无

力的，自然不能将上帝请出神殿。

    其次，对于教理中天堂、地狱以及十诫约束等项宣传，纪氏斥之“蒯窃依附之术”。如，
教会宜传“谓天主造天地有次第，第一先造天堂之天，以待人立功上升，以享其乐”;“谓天

主既造天堂之天，其次遂造大地之体，中分四层，地狱取下一层，在地中心，为永苦狱”。由

于孔子不言力怪，天堂、地狱等说教在儒家经典中找不到支持或反驳的话语，呈现“失语”

的尬槛面相 纪大奎便转向佛教，借用其说教予以驳斥。对于前者，纪氏认为“不知佛家魂

气升于天之理，乃圣贤清明之气，上合太虚，有何堂之可造?此乃141窃佛家天堂之说也”;

至于后者，纪氏反驳“不知大地中心，乃至虚至灵之处.扶舆真气之所统摄，安得有地狱在

中心?彼土无河图洛书，故不识地理，此乃副窃佛家地狱之说也，，。再如，教会宣传的神位
品级，“谓天主既造天堂、地狱，其次遂化为九品天神，无象无形，分为九品”。纪大奎公开

指责“不知既云无象，又何用品级!此乃副窃佛家九品化生之说，即白莲及各种邪教所以
借以诱人为乱者是也”。

    又如，教会宜传的十诫约束，“谓天主既造天堂，因立十诫，令人遵守得升天堂。其第

一诫诚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二诫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诫守瞻礼之日;此三诫总只
要崇奉天主。其四诫以下，借孝敬父母、毋杀人、毋奸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人妻女、毋

贪人财物等一种好话”。·纪大奎认为，它们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

范，是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并非天主教会所创立，“此等法有常刊，万古昭著。

何待天主立教，命梅瑟圣人大斋四十日，然后密授耶?此乃瓢窃儒家一二端常行之法，以
为依附之计，即各种邪教所同依托.以欺人者是也”。

    既然，纪氏认为天堂、地狱等说教"剿窃”佛教;十诫约束“依附”于儒家。于是，他断言

“以上副窃种种，以为天主造天地次序。彼既妄谓夭主尊贵之教，圣人都不足比，乃其所借
以惑人者，不过瓢窃佛家最下之说，反又妄谓与佛家不同。其所依附者，不过飘窃儒家教
人常法，反自以为秘授，可笑已极。此与一切邢教假托天堂地狱之说，以阴售其计者异乎?

同乎?一而已矣”。

    再次，“慑伏诱骗之术”一语是纪大奎对于教会的天主崇拜及禁止尊孔祀祖等教理作

出结论，并为之列出“慑骗大祸”的五项过错，它们是: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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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人皆知敬天地、重天理，谩他不动。因谓天地不过是天主造成之物，人若不报天主

之恩，反去拜天地，便有罪，便是知不知务。此直欲使人心中敢于蔑视天理，而不敢于得罪

天主，其为慑骗之大祸一也。”
    “恐人皆知重君臣之议，谩他不动。因谓古来世人，但知世人君臣，不知天主乃人物之

大主，人当图为天主之功臣。此便欲使人心中敢于为乱巨，而不敢于得罪天主。其为慑骗

之大祸二也口”

    “恐人N知重父子之伦，谩他不动。因谓世上父母是假，生时要孝敬他，死后不许拜他
灵位。惟天主乃人物之大父母，人当图为天主之孝子。故人教者，不敬祖先堂，不上祖先

父母坟，此便欲使人心敢于为贼子而不敢得罪天主，其为慑骗之大祸三也。”
    “恐人读圣贤之书、五伦五常、大经大法，足以正人心息邪说，谩他不动。因谓圣贤都

是异端.人若拜孔子，读四书便有了罪。又因彼土无《易》，恐人读了《易》，能知天地根源，

谩他不动，因谓(易》最是异44。只要读了(易经》，讲了<易经》，便都有了罪。此便欲使人
心敢于无圣贤而不敢于得罪天主，其为慑骗之大祸四也。”

    恐人心中敬畏鬼神，安分守法，不敢作悖逆非理之事。因谓天主有全能全智，只要钦

崇一天主于万有之上，则自古来，一切帝天鬼神都不当拜、都不足怕。此便欲使人心敢于

无忌惮，而不敢于得罪天主，其为慑骗之大祸五也。”

    在此基础上，纪大奎分析天主教会之所以进行如此内容的教理宣传，在于使信徒摆脱

家族血缘网络的束缚，‘不敬祖先堂，不上祖先父母坟”;拒绝儒家经典的影响，“圣贤都是

异端，人若拜孔子、读四书便有罪”，虔诚祟拜上帝，依靠教会。目的在于发展教徒、巩固其

信仰之需要，“令其一切不顾，惟念图报天主之恩、耶稣之恩、玛利亚之恩，不怕死亡、不惜
身命。此与一切邪教假托无生父母、弥勒掌教等名号，以为诱人之计者同乎?异乎?盖二
者之为祸，远近不同，而其所以为术，则一而已矣”。

    对教理的反驳仅仅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正本清源，引导民众拒绝教理宣传的影响，敦
促民众熟读儒家经典，墨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循规蹈矩，做朝廷的奴仆、官吏的顺民。因
之，纪大奎特别强调:

    “我士民要知儒家五伦五常、大经大法乃修道之教，真万古生民之福。若论到极处，至
于穷理尽性、为圣为神。如(中庸)所载，可以位天地育万物，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可以配天
地悠久无疆，可以察天地大莫能载。又如(易经》所载，可以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至矣尽矣。此外，安得有谓天主者?愚人不知其

妄，甘诱人于乱臣贼子、无父无君之教，以妄冀死后登天堂事天主。

    “若果有天堂、地狱，则此等传教、习教之人，长堕地狱，岂复得见天堂乎?至谓天主选
择童女玛利亚降生耶稣，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血流满地，是为世人受罪，因而灵魂复
生为世人主。此尤鄙傀污秽不堪之言，盖闻其先有耶稣被钉死，彼人以为天诛，谓之天诛

教。其后人遂改天诛为天主，以钉死为代罪，掩饰欺人，更为可笑。”。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阅读(天主教诱民各术条谕册》，除去其中某些污蔑之辞，平心而

论，纪大奎撰写的条谕册对于天主教的认知虽然肤浅，但仍有可取之处。其驳斥教会所宣

传上帝造天地、转天行地、创造万物、认识上帝等说教缺乏实例的证实，名之“妄漫无据”，
并无不当。其在“剿窃依附”之中，承认天主教某些教理的洽当(如摩西十诫)，只是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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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于儒家说教，找错了地方，混淆了西东。此外，纪氏用一些佛教说教解释天主教某些

教理，简单附会，缘木求鱼，适得其反。至于纪大奎在“摄伏诱骗”中的反驳，固然多不正
确，臆想的成分过重，不过从中反映出“礼仪之争”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天主教教徒祀孔

子拜祖行为在社会上的反响，它们将是弛禁后官绅士民攻击教会的重要口实和影响教会

发展的主要障碍。

    撇开某些污蔑的成分外，应该说天主教的教理内容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并无本质区

别，除去个别特殊用语外，两者是可以相通的。纪大奎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把共同之处
简单地归纳于儒家或佛家，同型源天同源，视天主教教理为11窃之作，其误解的根源就在

于此。由于教理宣传与四川社会传统观念说教并无过多的抵悟，不仅清统治者承认“经卷

尚无违悖之句”，程度不同地容忍教会的活动;而且一些民众、甚至个别士绅也能接受教理
的宣传，加人教会。是故，处在乾嘉禁教时期，天主教仍能在四川广泛活动，持续发展，“西

洋天主教流传川省已久，勾引习教之人，日聚日多，省会郡县亦恬不为怪”。。推究缘由，
无不与之有关 。

    “民教滋事之繁，近惟川省为多;而案情纠缠之寮，亦惟川省为最”。这是光绪初年四

川总督丁宝祯对当时四川民教冲突作出的评论。。仅仅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四川民教之
间的矛盾会如何尖锐，与乾嘉年间的和谐气氛迥然相反?究其原因，此时天主教的传播不
重在教理的宣传、信徒的榜样，而是依仗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依仗于列强的武力支持，传

教活动发生质变.传教对象也有所改变，教徒的来源及品性也大不相同。“盖习教之民，大

抵读书明理者少，游手无赖者多。或因贫穷不能治生，希图教堂给予资本营贸;或因讼事

恐难必胜，投人教堂，借其声势抗争;甚有在他处犯案，而以教堂为通犯效者;有被田主追
租，而倚教堂为报复计者，种种情弊，不一而足.,.。这便是时人对此的典型评论。
    对于如此素质的天主教徒，不仅底层社会的民众因惑不解，就连教会认可、且熟悉天

主教教理的崇实也弄不明白，搞不懂了。他说:
    “予未见十诫乎?初无悖于圣人也，因借(海国图志)观之，诚非今之所谓天主教也。

其一诫曰除我外不可别事他神。可以禁天下之淫祀，非谓无祖先也，而今之别奉耶稣教非
其教也。其二诫日不可为我造雕画之像及主庙设位陈牲酒施报鼓乐以行诌读。可以绝天

下之邪巫，无所谓天主堂也，而今之必供十字架者非其教矣。五诫日敬尔父母，六诫目不

可杀人，七诫日不可奸人妻子，八诫日不可盗人财物。皆与圣人之教同而与今之天主教

异。岂今之传教皆未见其书耶?抑中国习教者皆芳民匪类，即白莲、无为之徒?r'.
    关于清季四川天主教会的教理宣传与实际表现相互分离的缘由及后果，因篇幅所限，

另有专文论述。。
                                                            (责编:陈明)

    ①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成都将军崇实奏折，未刊原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另
外，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奏折，均取自此。

    ②(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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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陈垣(华辛许绩曾传》，(陈坦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⑤⑨(圣教入川记)第76页。

    ⑥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常明奏折。
    ⑦引自吕实强(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传教活动及川人的反应》，载(台湾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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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有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1931年敲县天主堂印，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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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策略》卷十一。此资料由西南师范大学黎邦本教授提供。
    0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江西抚海成奏折中所附何国达的供状。

    。罗恩举(罗武壮公年语》卷下。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
    0林孔奚(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注:南打金街位于老

成都城区的南面，原天主教川西教区光大巷主教堂位于此地。

    ⑧叶大锵、林思进等(华阳县志》卷三，1933年铅印本。
    0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团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⑩纪大奎等(什都县志)卷十八，嘉庆十七年刻本。
    必嘉庆十年五月初二日御史韩晋鼎奏折，引自方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145页。
    函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四川总督丁宝祯奏折，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

教案档)n

    ⑧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成都将军竣元致总理街门函文中附川东道张华奎票文，载
(教务教案档)o

    ④彭箱毓(渔舟续谈》卷下，同治元年刻本。
    公拙稿(扭曲的误解:有关清季四川民众仇视天主教会之认识)，待刊。


